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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在渝活动与重庆社会发展述论 

张新华 

本文所指的重庆是以直辖后的新重庆地域为据;所论及的中共党史人物包括:重庆籍的党史人物，如赵世炎、杨阁公、刘伯

承、聂荣臻、杨尚昆等;在巴渝大地上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如杨阁公、车耀先、罗世文、江竹绮等;曾经长期在重庆工作的革

命家，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先后多次亲临重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江泽

民、李鹏、朱熔基、胡锦涛等。 

上述四个方面的中共党史人物群体，在重庆近百年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重庆地方党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的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以来，重庆虽然地处内陆，但得长江黄金水道的便利，在内地率先开埠，近代工业文明得以滋生;同时，良好的地

理环境和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重庆在西南开风气之先。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先驱

者也相继来渝活动，以至逐渐形成一股宣传先进思想的热潮。其间，吴玉章、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陈愚生等在重庆的讲

学和革命活动，为进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了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正是由于这些新思潮，催生了巴渝大地一批进步的优秀儿女走出夔门，接受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思想，成长为中国共产党

内重庆籍的著名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赵世炎的革命生涯中说道:1915 年毕业于重庆酉阳龙潭高级小学堂的赵世炎考人北京高等

师范附属中学，1917 年“世炎同志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主的出路，便来这个学校(指

吴玉章在北京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引者注)学习法文，准备出国留学”，最终成长为党的早期活动家，并于大革命时期

介绍吴玉章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用吴玉章的话说，“我的这位优秀的学生，这时变成为我的引路人。”     

重庆地区以社会主义为突出内容的新思潮与四川党组织首先在渝建立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1924 年 5 月 21 日，根据重庆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排，杨阁公在重庆巴师校“讲演主义的真谛”，台下的青年学生“是非常的注意的，表现一种很诚恳的样子。”

而此一时期的以杨阀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较之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1924

年 9 月 15 日，杨阁公明确表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真是太不明白中国今日的地位了”，“因吾国处的

地位，已全陷于半殖民地状态中”。强调“民众的先锋队”“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深刻的理性认识及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共党史人物在重庆活动的必然结果。     

这一结果，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分子，推动了以“万县惨案”、“3·31 惨案”等重大历史事

件为主要内容的重庆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四川军阀混战，重庆地区动荡不止。另一方面，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也在重庆边远山区开展了建

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如在城口，就留下了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斗足迹。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

战时陪都的地位展现于中国和世界，迎来了近代重庆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而中共党史人物在渝活动则是其中辉煌的一页。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它是党中央在国统区中心的秘密代表机构，负责领导整个南中国党的

工作。重庆时期的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国统区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敬仰，并孕育和产生了彪炳

史册的“红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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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一结束，毛泽东以“弥天大勇”的气概亲赴重庆谈判。历史希望国共双方、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

利与和平的握手。”重庆又一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定格。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延伸，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

的公开披露。“咏雪”一词为南方局成立以来周恩来等在重庆树立的共产党人形象写上了神来之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

群众“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发展规律。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共产党人彰显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风貌。一方面，川东游击队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

争。另一方面，在白公馆、渣滓洞国民党反动派的集中营里，以车耀先、罗世文、江竹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志士，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在“11·27”烈士群体的身上，展现了共产党人“失败膏沃土，成功济苍生”的牺牲精神和博大情怀。尤其是

先烈们牺牲前的“狱中意见”，记载着共产党员用血的教训向党提炼的最后铮言:“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

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

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用生命、忠诚和理性写就

的八条意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警醒着后来的共产党人。     

可以说，中共南方局、重庆谈判、“11·27”惨案从不同侧面极大地提升了重庆的历史地位，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

象，是重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与重庆有不解之缘。五四时期，邓小平经重庆到上海赴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挥

师西进，一举解放了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重庆这个重要据点;建国初期，邓小平在重庆主政西南，圆满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

任务并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国民经济。 

进驻重庆之初，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汇报中说道:“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邓小平在重庆市的接管工作会议上敏锐地作

出指示:“我们从人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正是在西南局和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新重庆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卓有成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如果说邓小平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开创了建国以来重庆发展的新篇章，那么 1958 年毛泽东再度亲临重庆，就是鼓舞重庆

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年，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两次来渝视察;邓小平总书记也于 1958 年、1959 年

两度到重庆视察工作;此外，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人也先后在重庆参观、视察。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

频繁地来重庆指导工作，也许正是为重庆其后的发展谋划宏大的规划。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就开始秉承孙中山的遗愿，酝酿兴建

造福于子孙的三峡工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设想，如今已经变为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关注全国形势的同时，非常关注四川能否尽快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

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问题。这应该说是重庆直辖的先导。 

1980 年 7 月，邓小平在四川省领导的陪同下，到重庆后乘船东下;1983 年，邓小平欣然题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馆名;1986

年 1 月，邓小平、王震到达成都，和四川人民一起欢度春节。邓小平和王震去蓉途中，曾参观了大足石刻艺术;晚年邓小平先后

为漆南薰、杨阁公、《新华日报》和重庆机场题词。这一系列的题词，寄托着邓小平对重庆特殊的情感和殷切的希望。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加快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

朱榕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来重庆考察指导工作。 

1991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江泽民视察重庆期间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红岩

精神成为新时期重庆人民开拓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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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7 月 1 日，重庆隆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 40 周年。江泽民、李鹏为此欣然题词。50 年代成渝铁路的建成和 60 年代三

线建设的实施，构成了党和政府建设西部的先导;是年 11 月，李鹏抵渝，就三峡工程和重庆经济等问题作了指示;1994 年 5 月 2

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奠基仪式在江津区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分别题词纪念。    1994 年 10 月，江泽民再度视察重庆。他

的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重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 12 月，

李鹏视察重庆。“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李鹏的题词揭示了三峡工程对重庆发展的重大机遇。     

1996 年 5 月、6月、9月，李瑞环、乔石、胡锦涛先后到重庆考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来渝，对重庆发展寄予厚望。lO 月，

李鹏又一次亲临库区，考察三峡移民工作，希望通过开发性移民，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来。 

1997 年 3 月 14 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肩负着发挥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探索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路子、搞好开发性移民等历史重任。 

1998 年 3 月，江泽民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全体会议。他指出，重庆要集中精力抓好开发性移民、国有企

业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四件大事，为全面开创新重庆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同年 4月，江泽民第三次踏上重庆这块热土，对直辖一年来各项工作的良好开端予以充分肯定;10 月，李鹏到三峡库区考察。

自从三峡工程于 1992 年经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以来，这是他第七次考察三峡库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开

发性移民”的决策，使三峡移民走出了一条“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新路;2001 年，国庆中秋双节同庆的时候，李鹏

专程前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亲切看望老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希望老区人民把山清水秀的家园建设好，过上幸福的

生活。 

1998 年 12 月，朱榕基考察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移民工作情况。2001 年新年伊始，2002 年春节之际，他又先后两度到重庆

考察工作。’朱榕基强调，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重庆实现新的振兴提供了良好机遇，要十分珍惜和利用这一历史机遇。

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效，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特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2002 年 5 月，在重庆直辖五周年的时候，江泽民第四次到重庆视察。江泽民对红岩精神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风雨如

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

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理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揭示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这对更好地弘扬红岩精神、

建设新重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关注新重庆的发展。1996 年 6 月 26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

记的胡锦涛参与了设立直辖市的决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在北京召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

省长宋宝瑞、省委副书记蒲海清、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开会，正式通报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研究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

备工作。 

 2002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重庆市考察工作，实地了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

及开展扶贫助困、库区移民安置、再就业等工作的情况。胡锦涛充分肯定了重庆建立直辖市五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绩，要

求“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工商业重镇和连接我国中西部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应该走在前列”。2006

年，重庆已基本实现移民“搬得出”的目标，而移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压力仍很大，正在苦寻破解库区产业空虚和移

民就业问题的路径。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化解矛盾，确保三峡移民工程顺利完成。这一

重要批示，促成了中共重庆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的胜利召开，让一系列惠民政策飞向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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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 8 日，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重庆代表团时的讲话又再次给重庆人民巨大的鼓舞:“直辖 10

年的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在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给重庆的

新发展“导航定向”: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

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重庆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由

此，形成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历史表明，党成立 8O 多年来，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西南的工商业重镇，重庆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从率先开埠到战时陪都，从西南大区首府到几度确立直辖，重庆以其独有的区位优势和强大的

辐射功能，不辱使命，卓尔不群。2007 年 6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

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有助于重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为推动全

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历史说明，重庆籍党史人物承载着巴渝文化的熏陶，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巴渝大地上牺牲的革命先烈，其舍生取

义的壮举与“巴师勇锐”的传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曾经长期在渝工作的革命家在重庆这个特殊舞台上，演出了重庆乃至中国历

史上的一出出重头戏;每当重庆或者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重庆作出重大决策。可以说，重庆的深

刻变迁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缩影，凝聚了党的领导群体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也是中共党史人物与重

庆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